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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了中国碳排放吗？

———基于３０～４９岁人口的实证研究

田成诗，郝　艳

摘　要：基于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０年面板数据，利用扩展的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实证

分析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人口规模、人均

ＧＤＰ和城市化率对碳排放有显著正影响。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人口年龄结构具有内生性的可能，又引入滞后

出生率为工具变量做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显示，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有所减

小，但仍高于人口规模、城市化率对碳排放的影响。因此，降低碳排放不仅要考虑技术层面，也应关注人口

年龄结构尤其是主要工作人口即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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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将人口地理密度和规模等作为解释变量纳入碳排放预测模型，但对人口
年龄结构的重视不够。人口年龄结构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渠道共同影响着碳排放，就生产渠道来说，
生产随就业或劳动年龄人口增加而增长；从消费渠道来说，人类消费随年龄的增加而增长，在主要
工作年龄阶段其消费达到顶峰，随后缓慢下降。本文将研究集中于主要工作年龄人口结构上，根据
人口学理论及中国实际，将人口主要工作年龄设定为３０～４９岁，对其碳排放效应开展研究。这将
有助于揭示碳排放的内在机制以及是否应将人口年龄结构纳入未来碳排放预测。同时，从未来碳减
排责任和与国际谈判角度来讲，对人口年龄结构的碳排放效应的预研也是必要的。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外学者已明确将人口年龄结构纳入碳排放研究中。Ｌｉｄｄｌｅ等将人口年龄划分为２０～３４
岁、３５～４９岁、５０～６４岁、６５～７９岁四个年龄组研究人口年龄分布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人
口年龄结构对碳排放影响显著［１］。Ｆａｎ等的研究表明，工作年龄人口 （１５～６４岁）占总人口的比重与
碳排放量在高收入国家呈负相关关系，在低收入国家呈正相关关系［２］。Ｓｈｉ在碳排放模型中加入了劳
动年龄人口比重后的实证分析表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３］。Ｄａｌｔｏｎ分析发现，
在未来人口压力较小的假设下，人口老龄化将对碳排放起抑制作用且抑制效果超过技术进步［４］。Ｔｏｂ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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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等对欧盟２６个国家所做的实证分析显示，碳排放随老年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他们认为，研究碳排
放驱动因素时，没有理由将年龄因素排除于结构模型［５］。Ｃｏｌｅ等利用静态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与碳排
放的关系。分析表明，１５～６４岁人口比重与碳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６］。Ｃｕｔｌｅｒ等认为，人口老龄化问
题会引起总储蓄率下降、人均资本和消费增高，进而转化为更高碳排放［７］。
国内学者近年来在人口年龄对碳排放的驱动作用研究方面也取得一定进展。马晓钰等认为，影

响碳排放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口规模，其次是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年龄结构。其所说的人口年龄结构为

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８］。王星等发现，劳动年龄人口对碳排放的驱动最显著，其劳动年
龄人口指的是１５～６４岁人口［９］。彭希哲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已超过人
口规模［１０］。王芳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指出，人口年龄结构尤其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对碳排放的
影响呈倒 “Ｕ”型［１１］。付云鹏认为，人口年龄结构 （１５～６４岁）对碳排放的影响为负效应且小于
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１２］。宋杰鲲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对碳排放有一定影响，１５～６４岁人口占
总人口比重越大，消费能源和资源就越多，而人口年龄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１３］。尽管多
数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但也有部分学者得出了相反结论。李楠等的研究表
明，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有负影响，从长期看，老龄化速度加快没有对碳排放起抑制作用［１４］。刘
辉煌等认为，人口老龄化是近年来中国人均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１５］。
综上所述，目前在碳排放的人口年龄结构效应方面的研究多是按０～１４岁、１５～６４岁以及６５

岁以上的分类原则将人口划分为少年人口、中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来研究不同年龄阶段的碳排放效
应，只能了解较大范围年龄段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碳排放效应，对影响碳排放最为明显的主要工作年
龄段的研究较少，即使有也是将工作年龄人口定义为１５～６４岁，范围大且不符合我国社会生产生
活实际。同时，在研究技术方面，由共同影响因素所导致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自相关性使得最小二
乘估计出现较大偏差问题在国内文献中也较少考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证分析的有效性。基于
此，本文将工作人口年龄限定为３０～４９岁，研究我国主要工作年龄人口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同
时考虑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内生性，引入滞后出生率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３０～４９
岁年龄人口分布对碳排放的影响，从而保证了分析结果的客观性。

二、理论框架、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理论框架与模型设定
尽管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人口年龄结构的碳排放效应，但若只对人口年龄结构和碳排放二者

做简单回归，会由于异方差等导致参数估计的偏误，故需要建立多因素理论模型。在碳排放驱动因
素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Ｄｉｅｔｚ等提出的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１６］：

Ｉ＝αＰβＡγＴλμ （１）
其中，Ｉ为环境所受的影响，通常用碳排放量表示；Ｐ为人口规模，Ａ为经济发展水平，Ｔ为

技术水平。α、β、γ、λ为未知参数，μ为随机扰动。
对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两边取对数，得：

ｌｎＩ＝ｌｎα＋βｌｎＰ＋γｌｎＡ＋λｌｎＴ＋ｌｎμ （２）
由于式 （２）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等对碳排放的影响，故继续将对数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做如下扩展：

ｌｎＣＯ２ｉ，ｔ ＝ｃ＋γｗｓｉ，ｔ＋θｌｎｔｐｉ，ｔ＋βｌｎＧＤＰｉ，ｔ＋χＰｉ，ｔ＋εｉ，ｔ （３）
其中，ｌｎＣＯ２ｉ，ｔ为ｉ地区第ｔ年碳排放量的对数值，ｗｓｉ，ｔ为ｉ地区第ｔ年的３０～４９岁人口占该地

区总人口的比重，ｌｎｔｐｉ，ｔ为ｉ地区第ｔ年人口规模的对数值，ｌｎＧＤＰｉ，ｔ为ｉ地区第ｔ年人均ＧＤＰ的对
数值，Ｐｉ，ｔ为ｉ地区第ｔ年的城市化率，εｉ，ｔ为未考虑的随机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式 （３）中，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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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和３０～４９岁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因变量和自变量，人口规模、人均ＧＤＰ和城市
化率为控制变量。
由于在实证分析中，我们使用的是面板数据，故在式 （３）的基础上，分别设定固定时间效应、

固定个体效应及固定时间个体效应模型：

ｌｎＣＯ２ｉ，ｔ ＝ｃ＋ρｔ＋γｗｓｉ，ｔ＋θｌｎｔｐｉ，ｔ＋βｌｎＧＤＰｉ，ｔ＋χＰｉ，ｔ＋εｉ，ｔ （４）

ｌｎＣＯ２ｉ，ｔ ＝ｃ＋αｉ＋γｗｓｉ，ｔ＋θｌｎｔｐｉ，ｔ＋βｌｎＧＤＰｉ，ｔ＋χＰｉ，ｔ＋εｉ，ｔ （５）

ｌｎＣＯ２ｉ，ｔ ＝ｃ＋ρｔ＋αｉ＋γｗｓｉ，ｔ＋θｌｎｔｐｉ，ｔ＋βｌｎＧＤＰｉ，ｔ＋χＰｉ，ｔ＋εｉ，ｔ （６）
考虑到可能存在时间等某些不包含在回归模型中的因素会同时影响碳排放和人口年龄结构，如

较长期的经济繁荣就可能导致包括交通或房地产消费等增加，进而导致碳排放增加；同时，经济繁
荣会吸引更多年轻人的迁移和流入，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这些排除在模型外的共同因素可能
导致式 （３）中因变量与自变量产生自相关，自相关会使最小二乘估计误差增大，参数估计有偏且
为非一致估计。为解决上述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寻找人口年龄结构的工具变量。由于３０～４９岁
年龄人口比重取决于过去人口出生率，且碳排放不受过去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同时，理论模型中的
控制变量与过去人口出生率的相关性也不强，故将过去人口出生率作为工具变量是合适的。为此，
引入１０年前、２０年前和３０年前人口出生率为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的工具变量，得到：

ｗｓｉ，ｔ ＝α０＋αｉ＋λ１ｂｉｒｔｈ１０ｉ，ｔ＋λ２ｂｉｒｔｈ２０ｉ，ｔ＋λ３ｂｉｒｔｈ３０ｉ，ｔ＋θｌｎｔｐｉ，ｔ＋βｌｎＧＤＰｉ，ｔ＋χＰｉ，ｔ＋νｉ，ｔ （７）
其中，工具变量ｂｉｒｔｈ１０、ｂｉｒｔｈ２０和ｂｉｒｔｈ３０分别为各地区ｔ年前１０年、２０年和３０年的人口出

生率，其余变量的定义与方程 （３）相同。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本文的样本数据为全国３０个省市自治区 （除西藏外）的平衡面板数

据，样本期为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０年，分别对应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和每五年一次的１％人口抽样调查年份。
由于我国没有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公开官方数据，故本文按照地区能源使用量推算。根据ＩＰＣＣ

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规定，选取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等造成碳排放较大的八种能源核算
各省市自治区的碳排放量。能源消费量数据来源于历年的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且统一折算成万
吨标准煤。折算方法参考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表中 “各种能源折算成标准煤的参考系数”。

ＣＯ２ ＝∑
８

ｉ＝１
Ｅｉ×Ｆｉ （８）

其中，Ｅｉ为各能源使用量，Ｆｉ为各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解释变量 （ｗｓ）为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用各省份３０～４９岁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表示。

数据来源于历年的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第四、第五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５
年的全国１％人口抽查数据。
为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碳排放的影响，除了考虑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之外，还引入其

他可能影响碳排放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１）人口规模 （ｔｐ）。一般来说，人口规模越大，碳排放
越多。人口规模为地区年末人口总量，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２）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指标为人均ＧＤＰ。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能源的需求和
消费越多，碳排放量越高。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３）城市化率 （Ｐ）。城市化率反映
了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般会导致能源消耗的增加。城市化率由非乡村人数
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表示，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４）滞后出生率 （ｂｉｒｔｈ１０、

ｂｉｒｔｈ２０和ｂｉｒｔｈ３０）。出生率指标为工具变量，分别用１０年前、２０年前、３０年前的每１　０００人中出
生人口数表示，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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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年龄结构的碳排放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人口年龄结构对碳排放影响的初步分析
我们利用３０～４９岁人口比重与碳排放的散点图初步判断二者是否存在关联。全国的碳排放量

与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平均比重的关系如图１所示。这里年龄人口平均比重为所有样本年份各省市
自治区３０～４９岁人口占其总人口比重的均值。由图１可见，我国碳排放量与３０～４９岁人口比重表
现出同期增长的趋势。这初步表明，从总体上看，３０～４９岁人口比重对碳排放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图１　我国对数碳排放量的均值和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平均比重
注：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在人口年龄结构及碳排放上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故进一步从地区角度考察人
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碳排放的关系。我国部分地区碳排放和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的关系如图２所
示。这里选择北京、河北、山西、广东、河南、贵州、新疆及海南为代表地区，是由于它们在全国
地区中具有某种代表意义。选取北京和河北是考虑到这两个地区的雾霾较为严重；山西是我国主要
煤炭产地；广东以轻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为主，经济发达，碳排放和人口年龄分布关系可能特殊；河
南为人口和农业大省，属于工业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中部地区；贵州和云南属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
区，新疆和海南是碳排放相对较少的省份，对西部地区和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省份来说可能具有一
定参考价值。
由图２可见，对于大部分省份来说，无论经济发达、农业相对发达、旅游产业发达还是经济欠

发达地区，碳排放与３０～４９岁人口比重均呈同步增长趋势。当然，个别省市的个别年份除外，如
北京２０１０年的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减少但碳排放增加。总体来说，碳排放与３０～４９岁人口比
重为同向增加关系，这进一步表明了３０～４９岁人口比重对碳排放的正向影响。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碳排放效应：直接分析

１．模型选择。由于本文的样本数据为面板数据，故首先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进行模型的固定效
应和随机效应的选择。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较为合适①。这样，人口年龄结构对
碳排放影响有个体固定效应、时点固定效应和个体时点固定效应三个候选模型。时点固定效应模型
（４）、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５）和个体时点固定效应模型 （６）的拟合结果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见，
模型 （４）中，城市化率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人均ＧＤＰ对碳排放的影响为负，与实际情况不
符；ＤＷ值为０．４２９　８，存在自相关问题，模型估计效果不好，应剔除。模型 （６）中，ＤＷ 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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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没有列出具体的检验结果。



图２　部分省份对数碳排放量和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
注：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１．４６０　８，存在自相关，模型估计效果不佳，应剔除。模型 （５）中，各变量对碳排放的影响显著且
均为正，符合经济意义；不存在自相关和多重共线性等问题，初步认为选择该模型较好。进一步的

Ｆ检验结果也确认了模型 （５）为最佳模型。
综上，我们选择模型 （５）即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析３０～４９岁人口比重对碳排放的影响。

２．结果分析。由表１可见，模型 （５）的Ｒ２ 为０．９３２　７，拟合效果好。我们所关注的变量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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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候选模型的拟合结果

变量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Ｃ （常数） －０．８２１　７　 １．８４５　７　 ０．０７７　０
（－１．９２５　９）＊ （５．５５６　０）＊＊＊ （０．３５６　５）

ｗｓ　 ０．１０９　７　 ０．０９６　６　 ０．０３８　５
（５．２５７　８）＊＊＊ （１１．９３６　７）＊＊＊ （４．１８８　０）＊＊＊

ｌｎｔｐ　 ０．５３８　３　 ０．０６５　０　 ０．１８０　６
（１１．００６　０）＊＊＊ （４．５９０　５）＊＊＊ （７．２７２　７）＊＊＊

ｌｎＧＤＰ －０．３０８　７　 ０．０９４　０　 ０．４１９　１
（－２．５６０　０）＊＊＊ （４．５５１　６）＊＊＊ （７．６９３　１）＊＊＊

Ｐ　 ０．０００　９　 ０．０５４　３　 ０．０２８　１
（０．２３８　８） （１１．９３６　７）＊＊＊ （４．５５０　３）＊＊＊

Ｒ２　 ０．８１９　７　 ０．９３２７　 ０．９８５　１
ＤＷ　 ０．４２９　８　 ２．０８５１　 １．４６０　８

Ｆ统计量 ８０．１５５　６　 ４８．６７８　７　 ２００．１７８　７

　　注：＊＊＊、＊＊、＊分别表示参数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ｔ统计量；数据来源于历

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以及控制变量人口规模、人均ＧＤＰ和城市化率都对碳排放有正向影响作用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它们共同驱动了碳排放的增加。其中，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每增加１个单位，碳
排放增加０．０９６　６个单位；人口规模每增加１个单位，碳排放增加０．０６５　０个单位；人均ＧＤＰ每增加１
个单位，碳排放增加０．０９４　０个单位；城市化率每增加１个单位，碳排放增加０．０５４　３个单位。
这些变量对碳排放的正向影响作用不难理解：人口规模越大，能源使用量就增加，二氧化碳排

放越多；人均ＧＤＰ增长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离不开能源消耗，能源消耗越多，
碳排放越多；城镇化水平提高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的增长，进而导致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增加
也是显然的；３０～４９岁人口比重的增加即主要工作年龄人口比重的增加，进而通过生产行为和消
费行为两个渠道导致碳排放增加。值得注意的是，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于人口规模、人均

ＧＤＰ、城市化率来说，对碳排放的影响更明显。
（三）人口年龄结构的碳排放效应：引入工具变量的分析
为消除潜在的参数估计偏差，在模型 （５）的基础上，我们引入１０年前、２０年前和３０年前滞

后出生率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
表２　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

出生率 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 碳排放量

１０年前 ０．２９８　２　 ０．０３２　０
（３．４３２　１）＊＊＊ （２．０９５　６）＊＊

２０年前 －０．４２２　０ －０．０２８　２
（－１０．２７７　５）＊＊＊ （－３．９０３　３）＊＊＊

３０年前 －０．０７５　２ －０．００６　５
（－２．２６９　０）＊＊ （－１．１０８　５）

Ｒ２　 ０．７９８　６　 ０．８７６　１

　　注：＊＊＊、＊＊、＊分别表示参数在１％、５％和１０％ 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字为ｔ统计量；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

国人口统计年鉴》。

最小二乘重新做参数估计。

１．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方
程 （７）为两阶段最小二乘的第一
阶段，模型中因变量为３０～４９岁
年龄人口比重，工具变量包括１０
年前、２０年前和３０年前出生率；
控制变量包括人均 ＧＤＰ、人口规
模和城市化率，最小二乘估计的第
一阶段的拟合结果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见，模型的拟合优度

为０．７９８　６，拟合效果较好，三个
工具变量对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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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都在５％水平上显著。滞后出生率对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有显著影响，其中，１０年前出生率
对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有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０．２９８　２，即１０年前出生率每增加１个单位，

３０～４９岁人口比重增加０．２９８　２个单位；２０年前、３０年前出生率对３０～４９岁人口比重的影响为
负，影响系数分别为－０．４２２　０和－０．０７５　２。作为工具变量的滞后出生率需要具有外生性，应不受
模型中控制变量的影响，尤其是人均ＧＤＰ。如果过去人均ＧＤＰ水平影响过去的出生率和现在的碳
排放，则出生率就不是外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率的回归系数应有相同符号，但２０年前、３０
年前出生率的系数为负，１０年前出生率为正，因此，人均ＧＤＰ指标并不会影响出生率的外生性。
出生率指标为外生的，表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科学的。

表３　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２ＳＬＳ

Ｃ （常数） １．９３３　６
（５．５９４　６）＊＊＊

ｗｓ　 ０．０７２　７
（６．４１１　６）＊＊＊

ｌｎｔｐ　 ０．０７１　７
（４．８３５　１）＊＊＊

ｌｎＧＤＰ　 ０．１２０　４
（５．２３２　９）＊＊＊

Ｐ　 ０．０６５　４
（５．９３５　５）＊＊＊

Ｒ２　 ０．９２７　６

　　注：＊＊＊、＊＊、＊ 分别表示参数在

１％、５％和１０％ 水平上显著，括号

内数字为ｔ统计量；数据来源于历

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人口

统计年鉴》。

由表２还可以看出，滞后出生率对碳排放的影响与第一阶
段滞后出生率对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的影响形式相同，都
是１０年前出生率为正影响，２０年前、３０年前出生率为负影
响。这表明，滞后出生率通过对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的影
响间接对碳排放产生影响。所以，在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对碳排
放的影响时，应将出生率考虑进来。

２．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在加入滞后出生率为工具变量
后，重新拟合模型 （５）的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见，
模型的可决系数为０．９２７　６，拟合效果较好。３０～４９岁年龄人
口比重、人口规模、人均ＧＤＰ和城市化率对碳排放的影响均
在１％水平上显著。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对碳排放的影响系
数为０．０７２　７，３０～４９岁人口比重每增加１个单位，碳排放增
加０．０７２７个单位，由于该年龄段是我国人口的主要工作年龄，
消费能力较强，对碳排放影响最为显著。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
影响系数为０．０７１　７，人口规模每增加１个单位，碳排放增加

０．０７１　７个单位，碳排放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人均

ＧＤＰ碳排放的影响系数为０．１２０　４，人均ＧＤＰ每增加１个单
位，碳排放增加０．１２０　４个单位，人均ＧＤＰ反映了人们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当人均ＧＤＰ增
加时，生产和消费的增加促使碳排放增加。城市化率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为０．０６５　４，城市化率每
增加１个单位，碳排放增加０．０６５　４个单位。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促使碳排放增加。

３．与未引入出生率的估计结果的区别。在引入滞后出生率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下，３０～４９
岁年龄人口比重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为０．０７２　７，ｔ统计量为６．４１１　６，在１％水平上显著。与一般
最小二乘估计相比，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的碳排放效应估计值减少了０．０２３　９，虽然从数值上看
差异很小，但对碳排放的影响来说是明显的。３０～４９岁人口比重每增加１％，二者对碳排放影响的
差距为２．３９％。这说明，工具变量通过影响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进而影响碳排放。引入滞后出
生率后，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对碳排放的影响机理更加准确。首先，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等
的问题，在引入工具变量后得到很好解决；其次，尽管滞后出生率对碳排放没有直接作用，但从第
一阶段的估计结果看出，滞后出生率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是显著的，所以过去出生率通过影响

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间接对碳排放产生影响。同时，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变化，出生率会更加
明显地影响人口结构进而推动碳排放水平的改变。因此，加入出生率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更
具说服力，这也为今后通过出生率预测碳排放变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四）稳健性检验
若模型的估计结果随参数设定的变化而变化，则表明该模型不稳健，该模型的分析结果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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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偏差。为验证本文实证分析的有效性，通过改变年龄和样本容量来验证模型的稳健性。模型的稳
健性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碳排放量

基线（１） 包括２５～２９（２） 包括５０～５４（３） 更多年龄组合（４） 更少省份（５） ３５年前出生率（６）

３０～４９岁（ｗｓ） ０．０７２　７　 ０．０９６　０　 ０．１０４　４　 － ０．０７１　６　 ０．０７３　１
（６．４１１　６）＊＊＊ （１１．５６８　１）＊＊＊ （１２．５８３　５）＊＊＊ － （１１．０５８　７）＊＊＊ （１１．４３０　６）＊＊＊

２０～３０岁 － － － －０．１０７　３ － －
（－４．７４１　８）＊＊＊ － －

５０～６５岁 － － － ０．１２７　７ － －
（５．００６　３）＊＊＊ － －

６５岁以上 － － － ０．２２５　８ － －
（６．５９５　１）＊＊＊ － －

Ｆ－统计量 ２４．７４０　１　 ４５．０５４　６　 ５７．７１１　４ － ４２．０１０　７　 ４５．５２９　９
省市自治区个数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２７　 ２７
观测值个数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３５　 １３５

　　注：＊＊＊、＊＊、＊分别参数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ｔ统计量；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

年鉴》和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由于不同年龄的人口由于生产、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可能不同，故我们将自变量３０～４９岁年
龄人口比重做年龄划分上的扩展与改变，但仍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人口年龄结构对碳排放的影
响。首先在原年龄段上进行扩展，将模型 （５）中年龄段由３０～４９岁扩展到２５～４９岁。两阶段最
小二乘回归系数由０．０７２　７变为０．０９６　０；将年龄段扩展到３０～５４岁，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的估计
值为０．１０４　４。然后还对其他年龄段组合：２０～３０岁、５０～６５岁以及６５岁以上作为解释变量进行
回归，但为避免共线性的影响，更年轻的年龄段０～１９岁不作考虑。由表４可见，与本文研究的年
龄段相近的２５～４９岁、３０～５４岁的估计系数虽然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但变化范围不大，符号也
没有发生改变，且均在１％水平上显著。而将自变量变为与２５～４９岁相差范围偏大的年龄段如２０

～３０岁、５０～６５岁以及６５岁以上时，人口比重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的估计值则变化较大，２０～３０
岁年龄人口比重的估计系数的符号甚至发生了改变。上述检验结果表明，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
对碳排放的影响模型稳健性良好。

再将３５年前出生率作为新的工具变量加入到原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得出人口年龄
结构的碳排放影响系数估计值为０．０７３　１，估计结果变化不大。该结果为剔除了部分省份的估计，

因为海南、重庆、天津成立时间较晚，在工具变量１０年前、２０年前、３０年前出生率的基础上，再
将３５年前出生率加为工具变量后，部分出生率数据缺失，因此需在原３０个省市自治区中将这三个
省份剔除，省份缩减为２７个，其他变量的定义及数据来源不变。此外，我们还对不加入新的工具
变量，只剔除海南、重庆和天津后做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此时影响系数为０．０７１　６，估计结果
依旧具有稳健性。可以说，无论剔除部分数据还是加入新的工具变量，影响系数的估计值均显著，

且符号和参数大小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多角度的检验表明，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对碳排放的影响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虽然将某些
变量及数据进行改变时，影响系数的估计值发生变化，但均显著且统计意义明显，故有理由利用本
文模型做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比重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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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１．３０～４９岁人口比重的碳排放效应显著且为正。３０～４９岁年龄人口为我国主要工作人口，此
年龄段人口拥有高生产、高消费的特征，对于碳排放增加有重要影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３０～
４９岁人口消费能力最强，是社会消费的主力军，消费增长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碳排放的增加。稳
健性检验显示，加入２５～２９岁年龄段之后，人口年龄结构对碳排放影响变大，加入５０～５４岁年龄
段后，人口年龄结构对碳排放影响变小，但对碳排放的正向影响没有改变。从而验证了主要工作年
龄人口对碳排放的重要影响：该年龄人口的比重越高，则碳排放越高。

２．滞后出生率通过影响３０～４９岁人口比重间接影响碳排放。引入滞后出生率后，３０～４９岁人
口比重的碳排放效应系数改变，且１０年前出生率为正效应，２０年前和３０年前出生率为负。这表
明生育政策的调整对于未来碳排放有显著影响。

３．３０～４９岁人口比重对碳排放的影响超过人口规模和城市化率，成为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
在经济发展初期及高速发展时期，人口规模等因素对碳排放推动作用明显，但随着经济发展趋于平
稳，人口规模等因素的影响相对减弱，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则趋于增强，特别是主要工作年龄人口。

（二）政策启示

１．转变消费模式，减少消费所带来的碳排放。３０～４９岁人口是我国高消费群体，对碳排放影
响显著，但依靠减少消费来缓解碳排放增加不仅违背消费者意愿，从促进经济增长转型的角度来说
也不可取，因此转变和调整消费模式极为关键。
对于政府来说，应加大鼓励消费者使用低碳产品的力度，对使用环保型产品给予税收优惠或财

政补贴。例如，瑞典自２００７年开始就对环保型汽车消费者给予每辆约１０　０００元的补贴。政府还加
大公共财政投入，尽力扩大公共交通的规模和便捷性，有效降低碳排放。一直以来，日本大力倡导
节能交通体系的建设，如今日本约有２７％的交通为轨道运输，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碳排放。此外，
政府还应加大低碳消费方式的宣传力度，倡导居民特别是３０～４９岁人群树立低碳消费理念，提高
环保意识。
对于企业来说，应加大社会服务意识和市场意识，勇于承担建立低碳社会的责任。尤其针对

３０～４９岁人群高收入、高消费的特点，多生产适宜该人群的节能绿色产品。瑞典的许多企业就将
环境因素考虑进产品研发中，并建立循环经济体系，大力生产低碳产品，为降低本国碳排放发挥了
重要作用。

２．合理规划大中城市的人口密度，建立城市圈，引导产业人口流动。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部分大中城市人口总量特别是产业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大量的产业人口尤其是主要工作年龄
人口集中于城市中心，交通、居住等消费必然导致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增加，这对城市环境特别是大
气环境极其不利。
针对这些问题，应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在城市发展和规划中，密切关注城市人口规模特别是主

要工作人口规模，科学引导产业人口流动，减轻大中城市的人口、环境压力。日本在城市化过程
中，采取了大力发展卫星城市，积极引导人口、产业疏散等措施，减轻了都市圈的环境压力。韩国
先后四次编制国土综合规划和两次首都圈整备计划，制定实施都市计划和地方都市圈战略，积极引
导人口、产业和机构扩散，缓解了首都圈人口的过度集聚。

３．将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纳入环境政策制定及碳排放预测中。政府应高度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变
动对未来碳排放的影响，在能源、环境政策制定中应将人口年龄结构因素考虑在内。此外，在未来

—０５—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碳排放的预测中，应将人口老龄化、主要工作年龄人口比重降低的人口转变趋势考虑在内。可以预
计，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快，主要工作年龄人口的比重的明显降低会减少中国的碳排放，人口因素
将降低中国在国际碳减排中的责任。这一点，在碳减排的国际谈判应加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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